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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的人道性与政治性  

 

广义上说，难民是逃离本国、失去或不愿接受本国保护的人。 难民自古就有，但至今仍没有一个普遍

接受而又能准确实施的定义。难民问题在战后长期困扰国际社会，但又一直得不到公正、合理、有效

的解决；其原因就在于难民问题的人道性和政治性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人道和政治本身就是相

互矛盾的。  

 

一 “难民”的由来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战争等原因，一直存在着大批人口从一国逃往另一国的现象。在古代，由

于国家观念淡漠，边界不明确，人们为生存而寻求避难之地往往是正常的；而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

下，劳动力是财富，各国对难民的到来一般都是欢迎的。因此，难民流动的现象虽然自古就有，但在

古代并没有“难民”概念，更不存在难民问题。  

“难民”一词源于近代早期的法国。16世纪后期，西班牙统治者在尼德兰迫害新教徒，造成了近代早

期规模最大的难民潮。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在当地80万人口中，有14%的人约11.5万人

逃离。 1573年，法国把为躲避西班牙统治者迫害而从尼德兰逃到本国的加尔文教徒称为“难民”（ré

fugié) 。 17世纪后半期，源自法文的英文词“refugee”（难民）开始使用。1598年，在长达30多

年的“胡格诺战争”结束后，法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承认新

教徒（胡格诺教徒）有信仰自由。新教徒人数迅速增加。但1661年后，路易十四开始大规模迫害新教

徒，强迫其皈依天主教。为躲避迫害，有10%的新教徒约10万人逃离法国。 英国将逃入本国的法国新

教徒称为“难民”（refugee）。此时，“难民”一词带有宗教色彩，新教徒因所持信仰为本国所不容

而遭到迫害，但他们却受到将新教确定为国教的国家的欢迎。正如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表面上表现为

“清教徒革命”一样，在16、17世纪时，宗教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对外国新教徒提供庇护表面上

是出于相同的宗教意识形态，实际上却是反映了难民接受国对难民产生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不赞成。从

这个意义看，最初带有宗教色彩的“难民”也具有政治含义。因此，可以说，近代初期的难民是由带

有政治含义的迫害造成的；对难民的接受也带有政治含义，它牵扯到受宗教意识形态相同与否影响的

难民产生国和接纳国之间的关系。  

西欧对宗教异端的态度较为宽容后，宗教难民的逃亡基本停止；但不久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又引发

了新的难民潮，产生了一种新的难民即纯粹现代意义上的政治难民：一个人因其政见和对革命政权的

反对而逃离本国。法国大革命时法语出现了一个新词“流亡者”（(émigré)指的就是这种新难民，而

英语中仍沿用原来的“难民”（refugee)一词。 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支持英国统治的人就被英

国称为“美国难民”。这些人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站在英国一边，拥护独立的革命派将其称为托利党，

英国将其称为效忠派。如果十三州独立成功，革命派掌权，这些人有可能遭到迫害；因此他们逃离北

美。英国将其中许多人遣返到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安大略，并在那里授予他们大量土地。他们在那

里可以保卫英帝国在北美剩余的殖民地并为以后英国与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积聚力量。所以，“美国

难民”所持的政治立场是其逃离本国的原因，也是接纳国接受他们的原因；同时，他们对接纳国还有



政治用途。 

法国革命爆发后，英国政府将本国的激进民主人士称为“雅各宾人”，予以严厉镇压。许多“雅各宾

人”逃到美国，但执政的联邦党人亲英，憎恶法国革命。在联邦党人影响下，美国国会通过了《敌侨

与颠覆法》，对“雅各宾人”等拥护民主的欧洲人士关闭了大门（1800年杰佛逊当选总统后国会废除

了这一法案）。  

19世纪末，“难民”作为一个特别范畴出现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中。当时由于“西进运动”结束，美国

不再大量需要劳动力，开始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国会在制订一系列旨在限制移民的措施时，特别准

许“难民”入美。根据规定，“难民”是指“躲避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而遭到迫害或惩罚的人”。 这一

规定的主要受益者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以及后来来自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但从1893年开始，美国对

虽然符合难民定义但倡导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外籍人士即逃避欧洲政治迫害的激进人士的入美进

行严格限制。因此，美国的“难民”概念在产生后也受到了政治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通过“难

民”概念的演变可以看出，“难民”从其一出现，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方面，难民是由其产生

国的政治状况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其它国家对难民的接纳与否也取决于其政治考虑即意识形态上的

好恶以及与难民产生国的关系。  

在近代，领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被视为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各国愿意向宗教、政见与自己相似的

人提供庇护，大部分难民也就能够在本国之外找到避难之地。因此，20世纪以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

大批流离失“国”的人无处安身的现象。就此而言，本世纪以前虽然有难民流动的现象，但并没有造

成难民问题。  

 

二 难民问题的出现  

难民问题是世界政治的伴生物。进入20世纪后，战争的国际化、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旧帝国的解体、民

族国家的扩大和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少数民族和无国家者的迫害、对原统治阶级和政治反对派的消

灭，造成大规模的人口逃亡。  

战争是造成20世纪初人口大规模逃亡的重要原因。以往的战争仅造成了为数不多的难民，而第一次世

界大战却影响了整个世界人口。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变化，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有了质的变化，大

量平民为躲避战火而沦为难民。  

20世纪早期难民流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扩展。一战后，原来多民族的奥匈帝

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瓦解后，在其废墟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兴的民族国家。由于语

言、民族、宗教信仰等原因，大批人口被新国家驱逐。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

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南斯拉夫等新建立的国家为消除旧秩序、巩固本国政权、形成文化上和政

治上同源的人口，而对少数民族予以打击。大约有200万波兰人和100万德意志人分别从他们原来居住

的俄国和奥匈帝国被迫移民到波兰和德国。匈牙利则接纳了数十万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

拉夫驱逐的马扎尔人。 土耳其早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了“民族清洗”。1914年，这种清洗进一步加

强。50—100万亚美尼亚人被屠杀，幸存者逃往苏联亚美尼亚、叙利亚、欧洲其它地区以及中东。  

一战结束时，由于各国重新划分边界，强调民族认同，数百万不愿同化的人沦为无国家者，巴尔干战

争和多民族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分裂为一系列民族国家造成了巴尔干地区大规模的难民流动。土耳

其和希腊的相互敌视导致了1922年希土战争的爆发，100多万安那托利亚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成为难

民。  

沙皇俄国的瓦解、俄国“十月革命”、内战、俄波战争以及1921年的苏俄饥荒进一步加剧了一战后的

难民流动，约100—200万人逃离俄国。俄国难民中许多是反对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人、参与武装干涉

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士兵、逃离战乱和饥荒的平民、逃离新独立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俄国人以及在

俄国曾受到迫害的犹太人。  

世界范围内的这些政治事件造成了近代以来欧洲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其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个别国

家有限的接纳能力。大量难民无处安身，国际社会开始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 

 

三 难民问题的人道性与政治性  

难民问题在其出现后首先表现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难民越来越不受欢迎；与此同

时，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加强促使西方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对外来人口进行控制。因此，一战后欧洲的难



民流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没有旅行证明或护照，他们就不能合法地入境、逗留或迁移。  

由于苏俄政府取消了俄国难民的国籍、废止了他们的旅行证明，俄国难民尤其受到影响。由于俄国难

民人数太多，会影响到移居国的民族关系及其社会稳定，所以俄国难民没能象其它难民集团那样迅速

被东道国政府归化。  

各国政府为维护本国的民族纯洁和社会稳定，不顾难民的悲惨处境，纷纷采取措施，大力驱逐难民。

这样，一战后，一方面世界上出现了庞大的难民潮，另一方面各国对难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排斥和驱

逐政策。成千上万的难民陷入一种非法入境、聚族而居、被驱逐、再次非法入境的无休止的循环之

中。世界之大，却无难民可安身之地，缓解难民困境成为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在以“国际红十字会”为首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呼吁下，国际联盟于1921年创立了一个处理难民问题的

职务——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第一次正式承认了国际社会对解决难民问题负有责任。  

但是，为解决难民流离失所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而创立的国际难民机构处理难民问题的举措却带有政治

色彩。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表面上是独立的，但由于国际联盟仅为难民机构提供行政管理费用，所以高

级专员处理难民问题必须依赖于成员国的捐款。因此，高级专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募集资

金和动员各国政府增加对难民的援助、放松移民限制以及对在本国境内的难民提供更合法的保护的能

力。然而，在当时，对难民的援助和保护是高度政治性的。各国对难民援助计划的支持往往是出于本

国的外交政策考虑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 20年代的难民援助计划主要依靠英法两大国以及欧洲

一些小国的财政支持。但是，一方面关于哪些难民符合受援条件的决定是由国联理事会和大会决定的

政治问题。各国政府都倾向于援助逃离自己敌国的难民，而不赞成援助逃离自己友邦的难民。例如，

东欧国家政府向逃离苏联的难民提供援助，但对逃离德国的难民则不予援助。另一方面，逃离政治影

响大的政权的难民对该政权是一种难堪，所以国联成员国为避免引起其它国家的敌意而对别国的人权

情况不予批评。结果，逃离诸如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一些主要难民集团被排除出国联援助之

列。  

20年代国联对俄国难民的援助突出反映了难民问题上的政治性。1921年创立的国联难民机构的主要使

命就是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原因之一是“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对苏（俄）联采取敌视和孤立

政策，英、法控制的国联也积极地在外交上和经济上孤立苏（俄）联；援助俄国难民可以造成苏

（俄）联政府的难堪，破坏其形象。原因之二是英法曾支持白俄军队向苏俄政权发动进攻，它们对战

败而逃亡的白俄士兵负有道义上的责任。1926年，国联对苏俄难民的定义是“不享有或不再享有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保护并未获其他国家国籍的人”。 针对国联对俄国难民的“情有独钟”，

苏联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旨在援助俄国难民的国际努力，并指责国联的难民机构是西方大国反苏的

政治工具。  

30年代，欧洲出现了新的难民集团，这就是逃离德国、意大利、葡萄牙法西斯政权的共产党人、社会

民主党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和平主义者以及大批犹太人。这时，推行绥请政策的英法以及由其控

制的国联为了维持它们与这几个法西斯国家的关系，借口难民问题是其产生国的内政问题，既不向上

述难民提供救济，也不对法西斯国家的迫害行为进行抨击。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孤立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美国对解决难民问题态度不积极。20年代初确立的

移民限额制度有利于已在美国有很多人口的集团。另外，美国排斥有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人入美的规

定也对身无分文的难民不利。为了防止苏联或德意间谍以难民身份为掩护，渗入美国进行宣传、破

坏、和颠覆活动，美国将原隶属于劳工部的移民与归化局转归司法部，以便于对移民进行严格的安全

审查。纳粹排犹及发动战争后，欧洲难民大量增加，但美国国会仍拒绝超出限额接纳难民。而实际

上，整个30年代美国为西欧国家规定的移民限额大量剩余。如德国每年移美指标23370名，其入美移民

每年仅有4000—10000人（多为犹太人）。 

直到二次大战爆发后，在与法西斯国家已处于公开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同盟国家才在1943年召开的百

慕大会议上决定“对由于欧洲所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生命和自由因其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而受到

威胁，被迫离开或可能要被迫离开其居住国的人”，应提供保护。 尽管这一声明措词含糊，但其意图

是明确的，即对逃离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统治的难民提供保护。  

一战后到二战结束前欧洲出现的难民问题表明现代难民问题是由政治因素（国际格局或产生国政治局

势）所造成的、需要国际社会参与解决的大量人口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人道主义问题；而难民政策

则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从国际政治或本国外交政策出发，为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性

措施。简言之，在难民问题上，政治性与人道性交织在一起。  



 


